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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创业比较研究: 他山之石ꎬ 可以
攻玉?

□ Ｙａｎｂｏ Ｗａｎｇ (王砚波) 　 Ｄａｎｙａｎｇ Ｃｈｅｎ (陈丹阳)

　 　 摘　 要: Ｗｕ 等 (２０２０) 为中美创新创业 (比较) 研究提供了一个回顾、 反思、

融合与拓展的切入点ꎮ 他们就创业中两个核心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市场与技术快

速演化的不确定性以及来源于制度快速演化的不确定性———系统地总结了过去 ２０ 年

基于中国或美国场景的重要文献并就双方如何借鉴彼此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提出了具

体而有创意的操作建议ꎮ 本文在该基础上就中美创新创业比较研究的学术目标以及

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陷阱做出进一步的阐述ꎮ 我们认为跨场景的比较研究是验证

理论框架解释力边界的最佳方式之一ꎮ 只有通过深入了解外部世界ꎬ 才能更好地研

究与诠释本国的实践与经验ꎬ 以期在讲述有中国特色的独到故事的同时推进跨时间、

跨制度、 跨地缘的普适性理论机制构建ꎮ 在实践中ꎬ 学者要明晰基于一方实践而构

建的理论的隐藏性的假设与边界条件ꎮ 只有明晰这些假设与边界条件ꎬ 我们才能更

好地了解哪些理论机制与预测在跨境 “移植” 上有很强的相关性以及跨境解释空间

拓展的潜力ꎮ

关键词: 创业ꎻ 不确定性ꎻ 比较研究ꎻ 技术曲线ꎻ 制度演化

Ｗｕ 等 (２０２０) 的 «动态环境中的创业活动: 中美对比» 是一篇重要而及时的文

章ꎮ 不仅对 ２１ 世纪前 ２０ 年中美创业研究的关键理论脉络和文章做了深入的总结ꎬ 而

且提出了很多值得中美学者思考与讨论的课题ꎮ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ꎬ 随着中国积极

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ꎬ 随着双方在经济文化上合作的不断深入ꎬ 中美

间的互动对于彼此以及全球的经济与社会福祉的影响也越来越大ꎮ 但是无论是在政

策制定层面ꎬ 还是企业实践领域ꎬ 并没有足够让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双方对彼此的了

解有质的加深ꎬ 或者说双方对彼此误解的空间有根本性的消除ꎮ Ｗｕ 等 (２０２０) 无疑

给管理学者就中美创新创业研究提供了一个回顾、 反思、 融合与拓展的切入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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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ꎬ 基于中国背景的管理

学研究呈现几何级的增长ꎮ 这里不仅有越来越

多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现象深入关注ꎬ 也有越来

越多的本土学者在世界顶级期刊讲述中国故事、

分享中国经验ꎮ 当然也有很多文章或是落入拷

贝延展的模式———沿用经典的、 “主流” 的、 基

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构建的理论范式来套

读中国的实践ꎬ 或是落入过分解读本土特色而

忽视潜在的跨时间、 跨制度、 跨地缘的普适性

理论机制的挖掘ꎮ 如何寻求一种既能讲述有中

国文化制度特色的独到故事又能够推进更为底

层的、 具有更广泛借鉴意义的理论构建可能是

越来越多学者追求的黄金标准ꎮ

很多学者与机构都为结合中国本土环境来

推进 普 适 化 理 论 发 展 做 出 了 卓 越 的 努 力ꎬ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于 ２０１５ 年推出了

一期论坛来探索如何融合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

值、 制度安排和思维方式来推进管理学研究

(Ｂｅｒｋｅ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于 ２０１７ 年就关于这个蕴含深刻中

国文化特色的概念与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

和社会资本等分析架构推出了一个多视角的对

话 (Ｂｕｒｔ ＆ Ｂｕｒｚｙｎｓｋａꎬ ２０１７ꎻ Ｌｉｎꎬ ２０１７ꎻ Ｂｉａｎꎬ

２０１７ꎻ Ｓｏｒｅｎｓｏｎꎬ ２０１７)ꎮ 除了这些特刊ꎬ 很多学

者的著作也为我们提供了好的研究样板ꎮ 比如黄

亚生先生关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低端劳动密集型外

资在中国的扩散的思考 (Ｈｕａｎｇꎬ ２００３)ꎬ 岳庆媛

教授与合作者就舆论监督、 社会运动以及政治因

素对中国各地寺庙市场化的影响的考察 (Ｙｕ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 王丹青、 罗小薇教授就官员职业生

涯阶段与其辖下国企的跨行业并购行为的关联

的研究 (Ｗａｎｇ ＆ Ｌｕｏꎬ ２０１９)ꎮ 细心的读者会发

现很多优秀的文章ꎬ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ꎮ

作为全球创业的两个巨擘ꎬ 中美任何一方

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实践探索ꎬ 而双方之

间的对话与交流更可能给我们提供空间来思考

有趣且重要的话题ꎮ 基于不同的文化价值、 制

度安排、 发展阶段以及语言体系ꎬ 中美之间在

商业模式、 企业战略以及组织架构的表象和逻

辑上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异ꎮ 在中美竞合关系升

级与恶化并行的今天ꎬ 如何理解这些差异并且

建立双方都能理解与接受的理论体系ꎬ 不仅有

助于减少相互间的误解ꎬ 亦会加深理解对方经

验教训背后的机制ꎬ 从而创造从彼此的差异与

多样性中学习的机会ꎮ 从学术角度讲ꎬ 中美对

比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与数据之间对话的机

会———当一方学者根据自身所处的政治经济文

化条件所提出 “优雅理论” 与大洋对岸的 “丑

陋数据” 在对话中出现不匹配的时候ꎬ 往往意

味着理论背后存在着基于制度、 文化或者科技

的隐性假设ꎮ 这些隐性假设是我们认知上的重

大盲点ꎮ 本来思想的进步是一个理论与数据对

话ꎬ 发现异端的观察点ꎬ 调整理论框架以拓展

其解释力边界的周而复始的过程ꎬ 但遗憾的是

因为圈子、 评估体系、 语言和话语权等方面的

因素ꎬ 这些不匹配往往被忽略而不是被深入地

挖掘ꎮ 从这个角度来讲ꎬ Ｗｕ 等 (２０２０) 对于中

美创业研究的总结、 对比与思考无疑是值得想

要透过现象看机理的学者认真研读的ꎮ

创业者往往要通过技术、 商业模式或者生

态的创新与重建创造新的价值ꎮ 这个过程中不

仅技术探索和市场演化充满了不确定性ꎬ 企业

家拥抱风险中的很多创新行为往往挑战既有的

思维方式、 利益结构以及监管条例而导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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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合法性” 受人怀疑ꎮ Ｗｕ 等 (２０２０) 就创

业公司如何应对市场变化和制度变化两个核心

课题对相关文献做了扼要的总结分析ꎬ 对中美

两国创业研究如何基于这两个核心课题相互借

鉴提出系统性的论述ꎬ 尤其重要的是她们提供

了一系列的就跨越场景差异进行 “移植”、 整

合与拓展的新视角ꎮ 相信认真研读的学者会很

受启发ꎬ 发现了解外部世界的努力是一个更好

地了解自己的国度的独特路径ꎮ

在下面部分ꎬ 我们将首先对 Ｗｕ 等 (２０２０)

的主体内容进行概述ꎬ 然后与读者分享自己就

中美跨境研究中可能遇到的陷阱与挑战的一些

理解ꎮ 因为 Ｗｕ 等 (２０２０) 是一篇综述性很强

的文章ꎬ 我们对其的总结难免会以偏概全ꎮ 就

中美创业跨境研究的机遇与挑战ꎬ 我们认为是

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ꎬ 因为它们来源于同一系

列的因素ꎮ 中美之间ꎬ 因为企业关注的技术发

展阶段整体不同ꎬ 支持市场运作的制度存在的

缺陷的程度与维度不同ꎬ 文化价值观念与社会

规范有很大差异ꎬ 导致双方无论在静态的横

切面运营环境比较还是纵切面的动态环境演

化上都给学者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ꎮ 从比

较分析的角度来说ꎬ 环境的最小相似性恰恰提

供了理论边界的测试ꎻ 从相互借鉴的角度来

说ꎬ 这样的环境差异也容易让理论的跨境陷入

“南橘北枳” 的尴尬ꎮ 我们会在第三部分探讨这

些差异对中美创业对比研究构成的潜在陷阱与

约束ꎮ

一、 ＷＥＥ (２０２０) 内容概述

Ｗｕ 等 (２０２０) 的综述主体分为三个部分ꎮ

作者在第一部分通过文献总结指出: 美国早期

科技创业企业往往要面临很高的技术与市场演

化的不确定性ꎬ 如何在保持应对难以预料情况

的灵活性的同时有效地把握和挖掘机会是创业

者要面对的两难问题ꎮ 他们提炼了聚焦于三个

层面的模型———微观 (管理者个人认知)、 组

织内部 (管理团队) 和组织间 (组织合作

等) ———来分析诸多因素如何影响创业者努力

平衡动荡环境中的战略灵活性和有效性的决策

过程ꎮ 首先ꎬ 从个体认知角度ꎬ 作者总结创业

者不必一蹴而就ꎬ 而是可以根据企业的规模和

发展阶段来选择性平衡灵活性与有效性ꎮ 比如

刚成立的公司可以侧重于有效性决策ꎬ 并在不

断成长中调整组织结构和战略以达成灵活性ꎮ

与此同时ꎬ 创业者需要结合多维度来分析环境

选择偏向于灵活性还是有效性ꎮ 管理者可以开

发自己的抽象思维和多角度思维方式找到解决

之道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创业环境ꎮ 其次ꎬ 作为

创业核心的创业团队ꎬ 其组织结构和人员交互

同样决定着战略应对的灵活性和有效性ꎮ 作者

总结发现团队成员背景和经历的相关性有助于

提高决策有效性ꎻ 而多样化的背景经历则会增

强决策的灵活性ꎮ 此外ꎬ 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

的高效互动也会帮助实现这两者的平衡ꎮ 最

后ꎬ 作者指出组织间的合作有利于及时获取信

息、 资源和机会来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ꎮ 因

此ꎬ 通过主动地建立组织间联系和作为第三方

搭建起桥梁将获得这些资源ꎬ 提高决策的有效

性ꎮ 另外ꎬ 创业公司也应同时关注单一关系可

能导致的决策僵化ꎮ 作者指出拓宽组织联系ꎬ

有次序地关注管理组织关系和轮换组织领导能

够减少对这种固定关系的依赖ꎬ 从而增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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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活性ꎮ

在第二部分ꎬ 作者回顾了基于中国背景的

创业研究ꎬ 指出制度的变化是导致中国创业环

境不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ꎬ

制度变化从上而下遍布各个角落ꎮ 新兴的经济

环境、 政策条例、 社会规则以及文化现象挑战

着旧有的制度、 思维和行动方式ꎮ 这些碰撞为

中国的创业活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ꎮ 作者总结

这些制度变化对中国创业企业的影响主要通过

三个方面: 制度门槛的降低、 制度中介的出现

以及制度间的不一致性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

ｃｙ)ꎮ 学者们对前两个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多的ꎬ

这里我们主要看第三方面ꎮ

在中国ꎬ 由于现有制度和社会发展的不均

衡ꎬ 制度改革在各地、 各层级、 各功能部门的

推进的步伐并非一致ꎮ 这最终导致创业者在身

处演化进度不统一、 监管要求不一致的制度环

境中进退维艰ꎮ Ｗｕ 等 ( ２０２０) 尤其探讨了

“９８５” 计划ꎮ 虽然这项政策的本意为推进高科

技领域的创新创业ꎬ 但因为它与同时代知识产

权制度的不匹配ꎬ 最后在成效上反倒有些事与

愿违ꎮ 我们也认为中国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环

境提供了研究制度不一致性对企业行为、 组织

架构和绩效影响的沃土ꎮ 钱颖一先生很早就提

出 “中国式联邦主义” 的概念来解释各地区之

间经济改革和制度进程的差异 (Ｍｏｎｉｎｏｌａ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５)ꎮ 作为转型经济体ꎬ 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

新旧政策制度的共存、 冲突与交替ꎬ 这是矛盾

与互补的多种力量共生演化的过程 ( Ｌｕｏ ＆

Ｃｈｕｎｇꎬ ２００５ꎻ Ｙｕ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在制度不一致

的运营背景下ꎬ Ｃｈｕｃｋ Ｅｅｓｌｅｙ 教授提出创业企业

需要发展出多元的企业战略以兼顾各个方面的

制度要求ꎬ 从而避免因外部冲突带来的企业自

身的战略冲突ꎮ 在多重的逻辑、 规范与利益上

的冲突与潜在互补并存的情况下ꎬ 创业公司如

何调整自己的团队构成、 组织架构以及设计和

执行战略无疑会为我们加深对很多理论视角的

理解提供独到的机会ꎮ

在第三部分ꎬ Ｗｕ 等 (２０２０) 提出中美两国

的创业研究应互相借鉴学习ꎬ 以期突破单一情

境研究的约束ꎬ 在重新审视现有理论框架的边

界的过程中对它们再认识与修订以提升其潜在

普适性ꎮ 一方面ꎬ 随着中国初创企业技术含量

的增加ꎬ 中国企业家将面对竞争越发激烈的市

场和快速更新换代的技术ꎮ 这种情况下ꎬ 研究

者不应再过分注重制度因素而忽略来自市场与

技术方面的力量ꎮ 作者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将

中国本土特色与第一部分中提到的三层分析模

型相结合ꎬ 探讨创业者、 高管团队以及组织间

是如何制定与执行战略并经营战略的灵活性与

高效性之间的关系ꎮ 在具体操作上ꎬ 这些可能

体现在创业者将平衡法引入领导决策过程、 借

鉴美国创业团队的架构与机制以及积极探索如

何减少对单一政治关系的依赖来构建多元的组

织关系网络等ꎮ 另一方面ꎬ 作者也指出中国创

业者应对制度变化的经验非常值得美国的企业

家和学者借鉴ꎮ 这种学习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未

雨绸缪地准备应对可能的制度变化ꎬ 同时也能

为他们在海外投资与合作提供经验与支持ꎮ 综

上ꎬ 作者在对比分析两个看似平行的研究群体

之后ꎬ 提出中国和美国的创业研究应该进行交

叉学习并就如何相互借鉴与促进提供了很多独

到而具体的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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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美比较研究中的潜在陷阱

中美间在制度、 文化与社会上的多重差异

为我们做比较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ꎬ 同时

也在相互借鉴与学习上设置了很多障碍甚至陷

阱ꎮ 如何在深掘本土故事与构建普适化理论之

间寻找平衡成为 (北美以外) 创业学研究的一

个普遍挑战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我们不仅要植根

本土以期了解中国市场、 企业和个人的 “特色”

实践ꎬ 亦需突破 “南橘北枳” 的表象差异以寻

求共通的底层逻辑与机制ꎮ Ｗｕ 等 (２０２０) 就潜

在的共通领域提出了很多方向性的建议ꎬ 我们

在这里更多的是探讨通向彼岸航途中的潜流与

旋涡ꎬ 分析基于一方实践来构建的理论所常见

的隐藏性的边界条件ꎮ 只有明晰这些边界条件ꎬ

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哪些理论机制与预测在跨

境 “移植” 上有很强的相关性以及理论解释空

间拓展的潜力ꎮ 对应 Ｗｕ 等 (２０２０)ꎬ 我们的注

意力将聚焦在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ꎮ

(１) 技术与技术演化ꎮ 过去 ２５ 年时间里ꎬ

中国涌现了大量的科技型企业ꎮ 在有些领域ꎬ

中国企业已经走到国际前沿ꎮ 然而整体上来说ꎬ

中美学者所关注的创业型企业所面临的技术环

境和产业阶段是非常不一样的ꎮ 因为各种原因ꎬ

研究美国创业的学者往往关注处在技术演化 Ｓ

曲线左下方的科技型公司ꎮ 因为技术演化阶段

的原因ꎬ 这些企业的核心任务是探索潜在的技

术路径以期自己的产品能够成为 “主导设计”

(Ｕｔｔｅｒｂａｃｋꎬ １９９４ꎻ Ｕｔｔｅｒｂａｃｋ ＆ Ｓｕáｒｅｚꎬ １９９５)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创业团队的首要战略挑战往往

是如何在各种已知甚至未知的技术路径中进行

具有一定程度赌博色彩的选择ꎮ 信息的多样性

(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组织层面的认知盲角)、

组织架构的扁平性 (以便最大化团队内部信息

的流动与整合)、 团队成员的主观能动性 (以便

在组织层面最大化地对不同路径进行探索) 以

及资源配置上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度对于这些

企业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技术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在某一时间段剧

减ꎬ 而企业的战略方向也相应地从灵活性的探

索向有效力的执行做出调整 (Ｌｉ ＆ Ａｔｕａｈｅｎｅ－Ｇｉ￣

ｍａꎬ ２００１ꎻ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ꎬ ２０１９)ꎮ 从这个角度来说ꎬ

什么样的团队构成、 组织架构以及战略选择能

够帮助企业很好地扫描运营场景、 判断市场与

技术演化方向、 阶段与速度以实现战略灵活度

与效率之间的平衡与转变吸引了大量美国创业

研究者的注意力ꎮ

相对而言ꎬ 研究中国创业的学者———尤其

是侧重量化分析的学者———关注的企业更多是

在技术 Ｓ 曲线中上偏右甚至右上侧ꎮ 这些企业

虽然也面临技术与市场演化的不确定性ꎬ 但技

术路径整体明了ꎬ 市场需求已被验证ꎮ 相对于

Ｓ 曲线左下端企业需要在技术方向、 资源配备

和战略选择上保持灵活度ꎬ “主导设计” 确立后

出现的创业型公司面临更多的是资源动员与战

略执行的挑战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人员背景以及

信息的多样性、 管理和决策过程强调广泛参与

咨询的团队文化以及不可避免让执行效率受到

制约的战略灵活度都可能是很多公司不愿接受

的ꎮ 当然ꎬ 活跃在技术曲线中右端的企业也不

仅强调执行效力ꎬ 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同时认真

从事创新的实践ꎮ 我们在研究这部分企业的时

候ꎬ 很可能需要就两种紧密相关但本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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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努力做出区分: ①沿着既有的曲线进行能

力提升与技术追赶的创新努力ꎻ ②从既有曲线

向新的曲线跳跃的创新探索ꎮ 第一种努力的实

践者虽然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ꎬ 但努力的方向

是相对明晰的ꎬ 潜在的知识源也是可以追溯的ꎮ

对于这些企业如何提升自身的吸收能力、 对接

外部知识、 调整贸—工—技之间的战略关系ꎬ

Ｌｉｎｓｕ Ｋｉｍ (１９９７) 关于从模仿到创新的研究可

能比 Ｊａｍｅｓ Ｕｔｔｅｒｂａｃｋ (１９９４) 关于从产品创新到

流程创新的研究给相关学者带来更多的启发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 进行第二种努力的企业面临与

北美常被关注的科技创业企业相似的技术周期

与市场环境ꎬ 这让中美双方研究者进行直接的

对话与相互学习变得相对简单明了ꎮ 即使在这

种情况下ꎬ 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双方所面临的制

度环境潜在的巨大差异ꎬ 而这些差异可以让比

较性研究ꎬ 即使是间接的比较性研究ꎬ 变得既

刁钻又富有挑战并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ꎮ

(２) 制度与制度变迁ꎮ Ｗｕ 等 (２０２０) 就

中美创业者所面临的不同制度环境以及制度环

境演化对创业与创新的影响机制做了非常全面

的总结ꎮ 我们在这里仅做一点补充: 在比较研

究中ꎬ 除了制度变迁的速度与力度ꎬ 我们也需

要关注中美两国制度的现存状态或发展阶段ꎮ

在这里ꎬ 我们对制度的界定比较宽泛ꎬ 既包括

政治制度和政策举措ꎬ 也包括支持市场顺利运

行的中间机构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ꎮ 这里我

们可以用舞台与戏剧做一个比喻ꎮ 在支持性制

度举措发达的区域与国度ꎬ 创业的舞台已经被

前人搭建起来ꎬ 创业者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将与

市场和技术相关的戏剧设计和表演好ꎮ 相反ꎬ

在这些制度举措缺失或者杂乱无章的环境里ꎬ

创业者不得不将自己化身为多面手ꎬ 既要在缺

工减料的情况下搭台又要在面临被砸场的风险

下唱戏ꎮ 舞台本身的大小、 平坦度和扎实无疑

会对剧本的内容、 执行和谢幕方式产生影响ꎬ 而

在一种制度环境下糟糕的战略和组织方式在另外

一种制度环境下可能是非常优化的 (Ｋｈａｎｎａ ＆

Ｐａｌｅｐｕꎬ ２０００)ꎮ 这也难怪在转型国家最为显学

的社会科学是政治经济学ꎮ

制度的初始状态亦会间接地影响企业的战

略、 组织架构和业绩表现ꎮ 制度的演化不仅存

在路径依赖问题ꎬ 而且在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意识形态对创业者不友好以及各级官员寻租行

为泛滥的情况下ꎬ 新的扶持创新创业的政策很

有可能与旧的制度逻辑和内容相互冲突ꎬ 最后

被执行的政策与初始设计的政策之间有所脱位ꎮ

制度的初始状态与改革者想要达到的目标状态

之间的距离越大ꎬ 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政策以及

制度不一贯性就会越强ꎮ 就这一点ꎬ 我们可以

将 Ｗｕ 等 (２０２０) 关于制度不一致性的视角和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教授关于动态环境的四个层面相结合ꎮ

在本来就高度复杂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模糊 (ａｍｂｉｇｕ￣

ｉｔｙ) 和不可预测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的制度的场

景下试图快速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推出一系列的政策来

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努力很有可能导致政治系统

内部的矛盾甚至割裂ꎮ

相对在自由市场体制下运营的创业者来说ꎬ

在一种对市场机制试图主动拥抱但却常常怀疑

的体制下运营的创业者无疑在决策的逻辑、 优

先点以及时间的预期上会有不同ꎮ 对于后者而

言ꎬ 他们可能不仅要兼顾战略的效率与灵活性ꎬ

同时也要在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之间、 在粉饰

性举措和实质性战略行动间寻求平衡 (Ｃｈｕ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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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ｏꎬ ２００８ꎻ Ｊｉ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ꎮ 除横向比较上我们

需要明确地界定不同国家在制度逻辑与运营机制

方面的区别与共通外ꎬ 在纵向演化研究的实操上

我们也要明晰理论构建上的假设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转型国家往往有很多新的政策实验ꎬ 很

多政策间、 机构间的张力与冲突ꎬ 很多的灰色

的实践空间ꎮ 这些都给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多的

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的机会ꎮ 虽然发达社会的

很多制度设置和政策创新会给我们对标与启发ꎬ

但研究者一旦忽略新旧政策之间的镶嵌性以及

“最佳实践” 与制度环境逻辑一致性的要求ꎬ

理论构建有可能会落入线性思维的陷阱来强行

建立起始点移向对标点的模型ꎮ 即使在乐观的

螺旋形上升的制度演化模型里ꎬ 这种方向性的

移动虽然存在ꎬ 但可能不是我们能够发现的在

实证上最有解释力的、 在理论上最有创新的

机制ꎮ

三、 结论

正如 Ｗｕ 等 (２０２０) 所言ꎬ 在比较研究的

过程中我们也许会发现惊喜、 冲突甚至更深的

思考ꎮ 只有通过对比ꎬ 我们才能真正地探索到

自己理论框架的边界ꎬ 才能了解他山之石可否

攻玉ꎬ 才能了解 “南橘北枳” 的表象差异下是

否被掩盖着更为普适性的演化机制ꎮ 相互借鉴

的思维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潜在的提升企业

架构、 战略和最终业绩的方案ꎮ 很多管理学的

研究关注的是发生了什么以及关联现象背后的潜

在机制ꎮ 但是我们观察到的企业战略和组织架构

可能只是众多潜在选项之一ꎬ 它们虽然是被广泛

接受的 “平衡点”ꎬ 但存在并不代表最佳ꎮ 正如

跨领域的观察与结合往往是创新的源泉一样ꎬ 跨

国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虚拟性的思考ꎮ 在这

个基础上ꎬ 研究者如果能够与企业以及政府机

构合作ꎬ 通过严谨的社会科学实验ꎬ 来探索如

何让企业与社会实践移升到更优的平衡点是一

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ꎮ 换一个角度来说ꎬ 如

何基于因果机制将国外创新有趣的实践和中国

的国情相结合来探讨新型的企业战略与组织架

构可能会是既有理论贡献又有实践意义的

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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